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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状况。本文采用关

键因素累积法，设定详细的事件赋值标准，从 《中国—东盟年鉴》中的

数千个事件的数据中筛选出 895 个典型事件进行赋值，以此对中国和东盟

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从 2003 年第二季度到 2005 年第四季

度，中国—东盟的关系比较密切。自此以后，在 2007 年中国政府换届前

后以及 2010 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前后，中国—东盟关系出现了

两个小高峰。除此之外，总体而言，2006 年以来的中国—东盟关系显得

相对平稳，甚至略有下滑的趋势。最后，本文还对中国—东盟的外交关系

进行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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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学最为根本的研究对象之一。随着学科的纵深发展，我们对国家关系的研究逐渐从定性研究走向定量

研究，而对国家双边关系的准确测定成为定量分析国家关系的基础。但

是，如何准确地测定双边关系依旧是国际关系学科走向科学道路的最大挑

战。本文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

大国和一个国际区域组织———东盟———之间的双边关系，其涉及的问题远

远要比国家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多。因此，如何在此背景之下对国家与地区

组织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笔者希望能够得到相关研究

者的佐证。

一 国际双边关系定量研究的现状及其问题

国际政治学者在定量研究中已经长期使用各种政治事件的数据，例如爱

德华·阿萨尔 ( Edward E. Azar) 的“冲突与和平数据集” ( COPDAB) ①、查

尔斯·麦克莱兰 ( Charles McClelland) 的“世界事件互动测量” ( WEIS) ②

以及拉塞尔 ( Leng，Ｒussell J. Summary) 的“战争行为关系” ( BCOW) ③ 数

据库等。在国际关系方面，20世纪 80年代后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了关

于国际关系的定量数据研究项目。④ 90 年代，学者们又研究出了两个实用

的自动事件数据的编码系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 “堪萨斯事

件数据系统” ( KEDS) ⑤ 和专用的 “虚拟调查协会” ( VＲA) 阅读器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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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1世纪初，学者们为完善自动编码系统而设计了两种新的政治事件编码体

系——— “计算机辅助应急活动管理” ( CAMEO) ① 和 “国际资料编码算法”

( IDEA) ②。此外，还有部分文献对政治事件项目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并

就技术细节进行了一些较为详细的讨论，③ 这些讨论都为事件数据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2005 年前后，尽管关于事件数据新技术的发展较少，但几乎所有在

政治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均使用机器编码，而非人工编码。随着美国国

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的综合冲突预警系统 ( ICEWS) ④ 使用自动化方

法编码 ( 详见图 1 ) 的事件数据进行开发，这种状况得以改变。ICEWS

的事件数据编码和那些早期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项目之间的关键差

异就在于规模的大小。

图 1 采用自动化方法产生事件数据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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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WS采用从广泛渠道所获得的数据，其最特别之处在于，该团队于

1998—2006年在太平洋司令部的防务区域国家里收集了 650 万条新闻事件。

此后经过研究团队的努力产生了一个数据集，这些事例有 2. 53亿行文本，来

自七十多个国际数据源 ( 美国新闻集团、合众国际社和英国广播公司监测) 以

及区域数据源 (《印度日报》《雅加达邮报》《巴基斯坦新闻》《西贡时代》)。①

ICEWS的后期阶段采用实时全球事件数据的采集工作，这种编码工作的

规模进一步扩大，覆盖 175 个国家和近 2000 万的事例。②

施罗德 ( Philip A. Schrodt) 认为过去的 10 年里政治事件数据库的复

兴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技术的变化降低了事件数据加工的

成本，包括网页信息的利用、自动编码专门系统的发展和降低人工编码成

本的自助系统的发展; 第二，比起诸如 WEIS 和 COPDAB 这些过于强调

使用亚级和无级别的数位式录音带的原始数据库，事件数据库在空间地理

信息的整合上要准确得多; 第三，各项数据库获得了主要投资机构的支

持，包括乌普萨拉和优先级数据集中的一部分数据库、防卫高级研究项目

的亚洲和全球数据集，以及来自美国政府的各种政治暴力数据集等。③

我国学者李少军曾对中美双边关系做过相关的定量研究。④ 他将中美

之间的双边互动事件数量化，然后依据数值和图形分析中美双边关系的变

化规律，这是我国学界第一次对国家间的双边关系进行定量研究和分析。

他确定了双边关系的分值评估体系，并由电脑完成相关计算过程，事件数

据来源于可公开检验的出版物。

阎学通、周方银通过将双边关系分值标准化，确定了双边关系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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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转换公式，对由一系列事件引发的双边关系分值变化等环节进行了

定量分析 ( 详见图 2) 。① 这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从事件数据分值

过渡到双边关系分值过程中所存在的理论和技术问题。

图 2 定量衡量双边关系的流程

阎学通运用“合作—冲突”模型来分析大国间的双边关系，获得了

国内学界的广泛认同。而当我们将目光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转到某一国家

与一个特定区域即东盟的关系上时，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模型出现了较大的

局限性: 第一，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并

不体现为“合作—冲突”的单摆关系，而是以合作为主导。第二，东盟

都是小国，在外交上体现出了小国外交的特点，一般不会和中国这样的大

国进行直接对抗，就算出现冲突，小国也往往容易妥协。这种一大多小的

格局，使得中国—东盟的双边关系体现出了与中国和大国外交不同的诸多

特点。第三，中国和东盟各国在政治制度上体现出千差万别的特点。第

四，在东盟有不同层次的区域，上有东亚这样的更高级别的区域，下有湄

公河次区域这样的区域，对于区域级别的大小，我们在研究国与国之间的

关系时不需要考虑其影响力，但在研究中国—东盟关系的时候，对于这种

区域级别的影响力我们不能不给予考虑。另外，阎学通所用的方法是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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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只能在国际关系里面使用，无法将这种关系和其他因素建立定量关联

( 如中国—东盟一体化程度、贸易依存度等) 。而本文是在研究中国—东

盟一体化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东盟的国际关系问题，因而更关注的是

国际关系问题和一体化问题之间的关联性。但是，如果使用阎学通的方法

将无法有效建立这种关联，因而难以反映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中国—东盟关系的研究上，国内学者主要围绕以下四个主线进行研

究: 第一是从经贸关系进行研究，如双方经贸的竞争与合作①、自贸区建

设②、次区域经贸合作③; 第二是从双方的政治关系来进行研究，如双方

之间的信任问题④、东盟的 “大国平衡”策略⑤、中国的 “睦邻”外交策

略⑥以及“和平崛起”外交策略⑦、中国和东盟各国地方政府的关系⑧、

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分析⑨、中国国家身份变迁瑏瑠; 第三是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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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的关系放在三国或多国关系中加以研究，如中日—东盟关系①、中

美—东盟关系②、中美日—东盟关系③以及中印—东盟关系④; 第四则是从

双方关系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动态来进行研究⑤。绝大部分研究者是以定

性研究为主，对定量分析研究不够重视，原因在于难以找到适合一个大国

和一个国际区域双边关系研究的模型。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

立一个大国—区域研究分析模型，来探讨中国和东盟的双边关系。

二 中国—东盟双边关系的定量研究方法

( 一) 双边关系定量方法和流程

本文采用关键因素累积法对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进行定量衡量。所谓关

键因素累积法，就是根据事件的人物级别、访问级别、协议级别、区域级

别、事件影响力级别等国际事件的关键因素先各自进行标准赋值，然后再

累计加总，最后得到事件的总分值的赋值方法，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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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q1 + q2 + … + qn ( 1)

式 ( 1) 中，qn 为事件的不同关键因素的标准赋值。

这种赋值方法的优点是考虑到了影响双边关系的关键因素，不同因素

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大小也是有所不同的，尽管在确定不同关键因素的分值

时依然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但只要前后标准一致，当事件数据十分庞大的

时候，这种主观性的影响力度就会被大大削弱了，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赋值

的客观性，进而为双边关系的定量研究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该方法的

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关键因素累积法的定量流程

( 二) 对双边关系分值标准的设定

我们依据中国—东盟关系的具体情况，将关键因素归纳为人物级别、

区域级别、访问级别、协议级别、事件级别、会议级别、负面事件级别和

行为的重要程度 8 个方面。

第一，人物级别。在设定人物级别的分值时，我们主要考虑两个因

素: 第一，国家的大小，中国和东盟国家同级别的领导人相比，显然影响

力更大; 第二，关键部门和非关键部门，在官衔上尽管都是同一个级别，

但实际上外交部、中组部、中宣部等部门的影响力就比一般部门的影响力

要大，同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总理的影响力要比除了国家主席、总书记之

外的其他常委影响力大，国家副主席因为代表国家，其在外交上的影响力

和总理相当 ( 详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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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物级别赋值标准

级 别 中国赋值 东盟各国

元首 3. 0 2. 8

总理、副主席 2 1. 8

常委、人大委员长、军委副主席 1. 5 1. 3

副委员长、前首相、前总统、东盟秘书长、检察长、法院院长、
副总理和外长、公主、总参谋长、中组部部长、中宣部部长、
上合组织或东盟的秘书长、对外联络部部长、总监察长、法
院院长、中纪委

1 0. 8

部长级、副总参谋长、外长特别代表、副外长、副国防部长 0. 8 0. 6

副部长、政协副主席 0. 5 0. 4

机构邀请 以被邀请官员的对等级别赋值

特别代表 相当于所代表职位降一级进行赋值

第二，区域级别。中国—东盟是一个区域系统，在此区域有各种

国家集团，小到由两个国家组成的集团，中间层次有大湄公河次区域、

泛北部湾区域合作，在中国—东盟之上还有更大的东亚区域、亚洲或

者环太平洋跨洲区域。显然，不同的区域级别的影响力也有较大的差

异，我们在设定分值时，不得不考虑这种由区域大小而带来的差别。

通常我们将中国—东盟及以上区域的分值设定为最高值 3 分，仅仅是

东盟的话，分值是 2 分，次区域是 1 分 ( 若包含中国则再加 0. 2 分) ，

三国以上的合作区域为 0. 5 分 ( 若包含中国则再加 0. 2 分) ，只有两国

的话，则为 0. 2 分。

第三，访问级别。国事访问级别最高，分值为 2 分; 正式访问为 1

分; 非正式访问为 0. 5 分; 会晤、会见为 0. 2 分。如果会见和访问同时发

生，只算访问分值。

第四，协议级别。除了正式签约之外，还有各类非正式签约的协议。

正式签约分值为 1 分，公布、公告、制定、发布、联合声明、提出措施、

重申等正式公开的言论均为 0. 8 分，备忘录为 0. 5 分，同意承认、正式商

讨、正式会谈等均为 0. 2 分，商讨、会谈、谈判等均为 0. 1 分，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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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讲话的领导人的级别而定，通常元首为 1 分，总理 0. 8 分，副总理、

外长 0. 6 分，其他部长 0. 5 分，副部长 0. 3 分，其他 0. 1 分。一般来说，

在同一个连续的事件中，只算最高级别的签约分值。

第五，事件级别。事件级别包括军事演习、军舰访问、其他军事行

动、反恐、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各种外事交流活动、边界谈判 ( 政府

级再加 1 分) 以及领导人相互祝贺、慰问等 ( 详见表 2) 。

表 2 事件级别赋值标准

事 件 分 值

军事演习 2

军舰访问 1. 5

其他军事行动 1. 2

反恐 1

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1. 5

各种外事交流活动 0. 2 +主办官员级别

边界谈判 +政府级 2 + 1

领导人相互祝贺、慰问 只算两国中最高级别领导分值

第六，会议级别。会议级别包括领导人会议、外长、委员会、边境边

界会议、军事会议、其他部长会议和高官会议、理事会会议、峰会、各种

商业会议、论坛以及一般会议、工作会议和非正式会议等。其中，对于一

般会议和工作会议，有领导人参加的赋值 1. 3 分，其他领导人赋值标准为

总理 1. 2 分，副总理、外长 1. 1 分，其他部长 1 分，副部长 0. 9 分，其他

0. 8 分。在非正式会议中，有领导人参加的赋值 0. 5 分，其他领导人赋值

标准为总理 0. 4 分，副总理、外长 0. 3 分，其他部长 0. 2 分，副部长及以

下 0. 1 分 ( 详见表 3) 。

第七，负面事件级别。负面事件级别主要包括降低外交级别、严重武

装冲突、一般武装冲突、关闭贸易口岸和加强边界防范、新闻发布表明态

度以及军购等 ( 详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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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会议级别赋值标准

会议类型 分 值

领导人会议 3. 0

外长、委员会、边境边界会议、军事会议 2. 0

其他部长会议 1. 5

高官会议、理事会会议、峰会 1. 3

各种商业会议、论坛 1. 0

一般会议、工作会议 若有元首则赋值 1. 3，若其他领导人与会，分值见上文

非正式会议 若有元首则赋值 0. 5，若其他领导人与会，分值见上文

表 4 负面事件赋值标准

负面事件 分值 负面事件 分值

降低外交级别 － 1. 5 关闭贸易口岸和加强边界防范 － 1. 5

严重武装冲突 － 2 新闻发布表明态度 － 0. 5

一般武装冲突 － 1. 5 军购 － 0. 8

第八，行为的重要程度，如果是第一次，赋值 1 分。

一般来说，某一因素具体定多少分，不会影响总体的研究结果。只要

赋值的标准前后一致，那么其不会对研究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三 数据来源与数据分析

数据来源的可靠性是我们选择统计源的重要标准，事实上，我们也

并不需要用尽一切公开的数据源。在衡量中国和东盟双边关系时，我们

可以选择一些主流媒体如 《人民日报》和 《光明日报》，或者选择政府

官网如中国外交部网站、东盟秘书处的事件数据等，这些资料来源就可

以满足基本需要了。出于对数据权威性和系统性的考虑，本文选择的数

据来源是 《中国—东盟年鉴》，年鉴里详细记录了从 2003 年到 2011 年

中国—东盟关系的事件数据，我们从数千个事件中选择了 895 个典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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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进行详细分析，丰富的数据来源为我们的定量分析奠定了可靠的基

础。

我们从表 5 和图 4 可以看出，从 2003 年第二季度到 2005 年第四季

度，中国—东盟关系的波动幅度相对比较剧烈，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和东盟

围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而展开的活动比较频繁。此外，这段时

间正好是中国政府换届前后，因此，外事活动也相对比较频繁。2005 年

之后，除了 2007 年中国政府换届前后以及 2010 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建成前后出现了两个小高峰之外，中国—东盟关系总体显得相对平稳，甚

至略有下滑的趋势，这一方面是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系列框架协议完成后，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常规会议和

合作机制，如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 首脑会议、东亚峰会) 、12 个部长

级会议机制、5 个工作层对话合作机制、 “10 + 3”与 “10 + 1”合作机

制、次区域主要合作机制、海上主要合作机制，这些常规机制的形成和确

立减少了许多由谈判引起的各种外交活动。

表 5 中国—东盟关系 2003—2011 年季度分值

季 度 分值 季 度 分值 季 度 分值

2003 第一季度 72. 3 2006 第一季度 59. 7 2009 第一季度 73. 2

2003 第二季度 105. 2 2006 第二季度 79. 1 2009 第二季度 87. 2

2003 第三季度 86. 3 2006 第三季度 77. 4 2009 第三季度 101. 1

2003 第四季度 78. 2 2006 第四季度 109. 2 2009 第四季度 93. 7

2004 第一季度 77. 4 2007 第一季度 77 2010 第一季度 74. 9

2004 第二季度 128. 2 2007 第二季度 105. 5 2010 第二季度 105. 3

2004 第三季度 110. 7 2007 第三季度 118. 6 2010 第三季度 115. 5

2004 第四季度 98. 1 2007 第四季度 95. 6 2010 第四季度 94. 4

2005 第一季度 62. 1 2008 第一季度 74 2011 第一季度 60. 1

2005 第二季度 90. 4 2008 第二季度 67. 3 2011 第二季度 70. 4

2005 第三季度 112. 5 2008 第三季度 63. 7 2011 第三季度 64. 3

2005 第四季度 140. 1 2008 第四季度 86. 3 2011 第四季度 9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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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东盟关系 2003—2011 年季度分值

由于双边关系很容易受到上一个统计期的影响，也就是说当年的双边

关系除了受到当年事件的影响外，还可能受到前一年甚至前两年的事件影

响。为了体现这种影响强度，我们引入了包含衰减值的修正值，其计算公

式如下:

Qs = Q + ( 1 － x) Q－1 + ( 1 － x) 2Q－2 + … + ( 1 － x) nQ－n ( 2)

式 ( 2) 中，Q － n为前 n 年的原始分值，x 为衰减强度。在本文中取

0. 5，也就是说上一年的事件在当年的影响力只剩下了一半。

从表 6 和图 5 我们可以看出，加上衰减值后的修正值只在前期发生较

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衰减值对原始分值的影响越来越不明显，几

乎变成了两条平行线。该图所包含的意义是，从长期来看 ( 3 年以上) ，

即使不考虑衰减值的作用，原始值也可以起到大致相同的解释效果。从图

5 中所反映出来的分值涨落，表示了中国—东盟双边关系的紧密程度的变

化幅度，从 2003 年到 2005 年这 3 年是中国—东盟关系的升温期，因为在

这 3 年里，一方面正好是中国政府大换届时期，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和东盟

围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签订一系列相关协议的时期，双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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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频繁，因此分值上升得较快; 2006 年之后，协议框架基本已经完成，

中国和东盟政府通过前期的大量交往，已经无须过多的外交活动，因此分

值下降得较快; 2007 年是中国政府换届年，活动又相对频繁; 2008 年，

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各国都把重点放在国内的经济发展上，外交活动大

幅度减少，但从 2008 年到 2010 年前后，分值上升得很快，原因就在于中

国的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和美国的经济严重下滑，导致中国出口

受到很大的抑制，而此时，中国和东盟随着关税的不断削减，双边经贸活

动相对比较频繁，因此分值上升得比较快; 2011 年之后，随着美国 “重

返亚洲”战略的实施，菲律宾和越南两国与中国的南海争端变得多起来，

导致了分值大幅度下降。

表 6 包含衰减值的修正值

年份 原始分值 包含衰减值的修正值 年份 原始分值 包含衰减值的修正值

2003 342. 0 342. 0 2008 291. 3 391. 3

2004 414. 4 460. 8 2009 355. 2 444. 7

2005 405. 1 484. 5 2010 390. 1 483. 0

2006 332. 2 426. 9 2011 286. 9 386. 3

2007 396. 7 489. 1

图 5 包含衰减值的修正值

44



中国—东盟关系定量研究

此外，我们还沿用了阎学通的类似方法①计算了中国—东盟双边关系

的分值，所得到的结论和前面的结论也大致相同 ( 详见图 6) 。

图 6 阎学通“合作和冲突”方法计算的分值

根据图 5 和图 6，我们不难发现两种方法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用两种

办法来估算分值的波动趋势大致是一样。两者主要的区别就在于，用关键

因素累积法统计的分值波动性前期和后期具有一致性，而用阎学通的类似

方法计算所得分值的前期波动幅度较大，后期波动越来越小，具有收敛的

趋势。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采用关键因素累积法统计的分值具有较大

的客观性和可解释性，我们还将在后续的研究中，将双边关系和其他经济

变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以便探讨双边关系对经济因素的影响程度。

四 预测

从 2003 年到 2010 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法律和制度上建成的这

段时间里，中国—东盟关系通过一系列机制得以巩固，但同时也可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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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他不安定的因素。从 2011 年开始，由于美国实施了重返亚洲的策略，

一度冷却的南海问题又开始变成热点。这体现了东盟部分国家的态度，一

方面想在经济上借助中国崛起的良机发展本地区经济，另一方面又想在政

治、安全上倚重美国以抗衡中国。所以，当中国—东盟的经济合作通过自

由贸易区获得制度性保障之后，部分国家就想通过美国获得政治、军事的

保障，因此，中国—东盟关系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有所下滑，但下滑幅度

不会太大，毕竟东盟中和中国有海上主权冲突的国家是有限的。

附录

2003 年 1 月用关键因素累积法计算的
中国—东盟关系分值

( 1) 7—11 日，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席丹瑞大将对中国进行

国事访问。7 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会见丹瑞。8 日，中共中央

总书记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分别会见

丹瑞。( 3 + 2. 8 + + 0. 2 + 2 = 8)

( 2) 11 日，对泰国进行非正式工作访问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曼谷

与泰国总理他信·西那瓦举行会谈后发表谈话说，新加坡和泰国将在

“两个国家，一个经济体”的框架内，互相开放彼此的商品和服务市场，

使双方都能从各自与美国和日本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 ( 1. 8 +

1. 8 + 0. 8 = 4. 4)

( 3) 11—13 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对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

马来西亚副总理巴达维与李岚清在吉隆坡举行会谈。13 日，马来西亚元

首西拉杰丁和总理马哈蒂尔分别会见李岚清。( 1 + 1 + 2. 8 + 0. 1 = 4. 9)

( 4) 12—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

长刘云山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越南。13 日，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

孟在河内会见刘云山。( 1 + 2. 8 + 0. 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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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4 日，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泰国 4 个东

盟成员国举行多边平面反恐模拟演习，新加坡及其他 4 个东盟成员国派观

察员参加。( 0. 5 + 1 = 1. 5)

( 6) 14—15 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对缅甸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席丹瑞大将在仰光会见李岚清。 ( 1 + 1 +

2. 8 = 4. 8)

( 7) 17—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

长刘云山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老挝。17 日、20 日，老挝人民革命党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本南·沃拉芝，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

员会主席、国家主席坎代·西潘敦在万象分别会见刘云山。 ( 1 + 0. 5 +

2. 8 = 4. 3)

( 8) 21—22 日，东盟成员国警察总长反恐工作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

都雅加达举行，主要讨论东盟各国在反恐和打击集团犯罪方面的合作问

题。( 2 + 1 = 3)

( 9) 23 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北京会见到京出席亚

洲议会和平协会执行理事会会议的菲律宾众议院议长何塞·西亚和夫人。

李鹏表示，中方将积极支持和配合菲方举办亚洲议会和平协会第四届年

会。( 1. 5 + 0. 2 + 1. 3 = 3)

( 10) 23—26 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应邀访问泰国。24 日，

泰国总理他信·西那瓦在曼谷会见李岚清。他信·西那瓦对中共十六大以

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认为建立泰国—中国自由贸易区、东盟—

中国自由贸易区是扩大与加强本地区及双边贸易投资合作的有效途径。

( 1 + 1. 8 + 0. 5 = 3. 3)

( 11)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官正在北京会见由秘书长素瓦·

利达班率领的泰国国家发展党代表团，双方就发展两国两党关系和其他共

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友好交谈。( 1. 5 + 0. 8 = 2. 3)

( 12) 29 日，金边发生暴徒焚烧泰国驻柬埔寨使馆、抢劫泰资企业的

骚乱。事件发生后，泰国将两国外交关系的等级降为代办级。(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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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 月 30 日至 2 月 3 日，东盟旅游部长会议在老挝首都万象召

开。主要议题包括振兴东盟旅游市场、合作培养旅游人才以及促进东盟旅

游市场一体化等。( 2 + 1. 5 = 3. 5)

( 14) 31 日，马来西亚同新加坡两国同意将白礁主权纷争交由国际法

庭裁决。(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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